
从开放宏观的视角看环境污染问题：一个综述 

陆 旸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国际间的要素流动，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全球化的内容。本文将

环境与增长、环境与贸易、环境与就业、环境与人口迁移等研究文献纳入到一个开放宏观分析框架中，通过文献研

究我们发现，国际分工使“南—北”之间存在了多纬度的“环境不平等”：首先，环境与经济增长问题先后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即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贸易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相关性的

争论。随着研究的推进，环境与增长问题越来越类似于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难以同时兼得，但是，由于国际分工

模式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却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污染储藏地”。其次，虽然环境规制使企业损失了部分“棕色”就业，

但是环境保护同样能够创造“绿色”就业，然而，在国际分工背景下，环境保护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就业

还存在着争议。最后，环境恶化已经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环境难民”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到 2050 年，全世

界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很可能达到 5 千万至 7 亿。然而，穷国和富国的环境压力和迁移能力却不尽相同，从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际分工产生的间接影响，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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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环境经济学家似乎主要关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环境问题，然而，对于大多

数经济体而言，经济是开放的”（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1996）。事实上，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

成本能够由“贫穷国家”、“子孙后代”或“其它国家”承担——即污染会发生“空间转移”和“代

际转移”。进而，从单一经济体得到的经验事实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并不一定反映环境问题的全貌。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开放宏观的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增长、贸易、就业和人口迁移等文献进行

归纳分析，并试图揭示隐藏于国际分工与要素流动背后的多维的“南—北”环境不平等。 

环境污染被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关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三

个阶段：即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质疑。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际分工是否可以

解释 EKC。具体来看：在国际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污染品”，而发达国家却主要生

产“清洁品”，根据世界多国样本所描绘的 EKC 曲线，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曲线上升部分以及发

达国家组成的曲线下降部分共同形成的。此时，EKC 曲线很可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

的结果。因此，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就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无论“贸易有害论”、“贸

易有益论”还是“贸易中性论”，都依赖于样本选取的“立场”。不过，发展中国家却为发达国家提

供了世界的“污染储藏地”。正因如此，国际分工创造了“南—北”环境不平等的可能性。进而，从

统计数据中得到的 EKC 经验证据并不一定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比较优势

的动态积累中获益，那么这些国家将难以越过“污染—收入”轨迹的上升阶段。这也正是本文提到

的第一个“南—北”环境不平等问题。 

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经济的可持续，同样也包括社会发

展的可持续。但是，很少有文献关注环境污染引起的社会问题。然而，就业与人口迁移恰恰是环境

效应的重要内容。就业与环境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着互补关系，不过，由于“南—北”之间

在经济结构和分工模式上存在差异，环境保护将促使发达国家产生较低的“棕色”就业损失和更多

的“绿色”就业创造，其就业的净效应为“正”；相反，受到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的制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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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能否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正向”的就业净效应，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也是本文涉及到的

第二个“南—北”环境不平等问题。 

此外，一个地区的环境恶化将引起人口迁移，然而，不同收入群体所具有的迁移能力存在差异。

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问题将直接影响那些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迁移能力。这也是由国际分工间接引起

的最严重的“南—北”环境不平等现象。根据以上逻辑，我们将从开放宏观的视角出发，将国际分

工与“南—北”环境不平等作为分析的主线，对环境经济学的四个重要领域分别进行回顾。文章的

整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演进；第三部分是：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相

关文献讨论；第四部分将探讨就业与环境之间的替代和互补问题；第五部分是：环境对人口迁移的

影响；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思考。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同一硬币的两面 

（一）从“增长极限说”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20 世纪 70 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Meadows et al，1972）

中就提到：经济增长将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能长期持续，为了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必须

人为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这一结论一直没有得到经验验证。直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全球环境监控系统（GEMS）为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最初的研究成果分别出现在了三篇工作论文中（参见 Dinda，2004）：NBER 的工作论文（Grossman

和 Krueger，1991）、1992 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Shafik 和 Bandyopadhyay，1992）以及国际劳工

组织发展研讨会论文（Panayotou，1993）。其中，Grossman 和 Krueger（1991）首次指出了污染物（SO2

和烟尘）和人均收入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了“倒 U 型”关系。而 Panayotou（1993）首先

将“污染—收入”之间的“倒 U 型”发展轨迹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图 1）。 

 
图 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发展与环境的关系(Panayotou,2003) 

 

EKC 假说的提出者认为：“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环境”的观点（增长极限说）是以技术

和环境支出静止不变为假设前提的（World Bank，1992）。虽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增长通常导

致环境恶化，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管制的加强，以及更为先进的环境技

术手段和更多的环境投入，环境终将改善。因此，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的初

始阶段，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逐渐恶化（污染上升），当收入达到某一特定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或称为“阈值点”（Threshold Point）时，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污染下降）。这一假说的现实

意义就在于：虽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出现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等暂时的现象，但是通过发展

本国经济最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改善本国环境的根本途径就是变得富有

（Beckerman，1992）。如果 EKC 假说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将意味着：经济增长是环境改善的途径，

而不像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是环境改善的潜在威胁。由于 EKC 假

说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符合了人们不断追求物质财富的愿望，因此，自 20 世纪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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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很多文献都开始对 EKC 假说进行经验分析和各种解释。但是，这些研究结果错综复杂，有时

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中，Stern et al（1996）、Stern（1998 和 2004）、Panayotou（2003）、Dinda

（2004）以及 Nahman 和 Antrobus（2005）等学者都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出发（技术方法、存在性、

理论和经验分析结果等），对 EKC 的相关文献做了精彩回顾。 

从文献研究中发现，早期的 EKC 经验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数据或多国面板数据（cross-sectional 

panel data），以各种污染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①收入水平（GDP 或人均 GDP）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简化式”估计，②进而验证各种环境污染物与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以及存在

“倒 U 型”关系时转折点处的“人均 GDP”。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献主要有：Grossman 和 Krueger（1991）、

Shafik（1994）、Selden 和 Song（1994）和 Panayotou（1993）等。通过研究发现：（1）各种污染物

的 EKC 曲线形状存在差异；③（2）各种污染物或环境指标的转折点位置也各不相同。④可以说，这

一时期对 EKC 曲线的经验分析都采用了不同的统计方法、选择了不同的环境指标和数据，并且得到

了大量的经验结果以及很多相互矛盾的解释。⑤
 

    （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质疑：重回“罗马俱乐部” 

EKC 的早期文献似乎暗示了“收入决定论”。然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果真是收入增加

产生的必然结果吗？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文献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 EKC 曲线存在的问题和隐

含的深层原因，概括起来大致有五个方面：统计方法、指标选取、技术的双向影响、拐点出现的时

间以及污染转移等问题。这些问题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人们不仅对 EKC 的存在性产生了怀疑，也

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1. 统计方法：EKC 假说是从统计结果中产生的，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个统计现象。因此，EKC

的研究方法与所得结论之间产生了极强的相关性。通常，对 EKC 进行估计是采用多国面板数据的方

法。这就暗含了：每个国家所经历的“收入—污染”轨迹都取决于同一条 EKC 曲线。依照这一逻辑，

在任何历史时点上，我们都能观察到一些“穷国”位于 EKC 的初始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接近于

EKC 的顶点或开始下降；而其余的“富国”构成了 EKC 的下降部分。如果对个体国家的时间序列

数据进行估计，往往只能观测到发展中国家污染持续上升的事实。因此，EKC 的估计方法并不能保

                                                        

① 污染物指标大体分为三类：空气质量指标、水质量指标和其它环境指标。其中，城市空气质量指标主要包括：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

SO2）；颗粒悬浮物（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s，SPM）；烟尘（Smoke）；氮氧化合物（nitrous oxides，NOX）；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

CO）；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CO2）等。水质量指标主要包括三类：(1)水中的病原体浓度：渣滓（fecal）和固体物质（coliforms）；(2)

重金属总量以及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水中的有毒化学物排放量；(3)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生物需氧量（biological oxygen demand，BOD）；

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其他环境指标主要包括：城市固体垃圾、城市卫生设施、饮用水的使用、能源使用以及森林

砍伐（deforestation）等。 

② 简化式通常设定为： 2 3

1 2 3 4it i it it it it itE y y y z           ，或其对数形式。其中，Eit 代表各种环境指标；yit 代

表特定国家在特定时点上的收入水平；zit代表其它控制变量。 

③ 由于污染物本身的污染外部性存在差异，能够直接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些污染物指标（例如：城市卫生设施和清洁的水）——可以被视为

“私人物品”，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就能够出现“倒 U 型”曲线或者随着收入增加污染持续下降；但是，对于一些污染外部性较大并且治污

动机较小的污染物来说，将难以出现 EKC 的转折点，或转折点出现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或在高收入水平上污染再次上升，进而出现“N

型”的 EKC，例如全球性污染物 CO2排放量。 

④ 例如：不同空气污染物的转折点位于“人均 GDP”8000 美元以上（Grossman 和 Krueger，1995）至 1 万美元以下（Selden 和 Song，1994）；

铅排放量在 7000 美元左右（Hilton 和 Levinson，1998），危险物位于 23,000 美元（1985 年不变价格）（Wang et al，1998）等（参见 Dinda，

2004）。 

⑤ 关于 EKC 形成的原因也存在了多种解释（参见 Panayotou，1993；Dasgupta et al，2002），然而，最常见的解释是将其分解成规模效应（scale 

effects）、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s）和技术效应（technological effects）：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扩大将带来更多的污染

——规模效应；然而，随着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从过去的高污染的工业经济转向清洁的服务型经济和技术经济，

环境压力得到缓解——结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带动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技术手段可以减轻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而减轻环境压力——

技术效应。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规模效应的影响最为显著，而随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从长

期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长，污染将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很多学者认为 EKC 的形成正是对经济发展自然演进规律的一种描绘：

即经济发展需要经历清洁的农业经济、污染的工业经济以及清洁的服务型经济的自然过程（Arrow et al，1995），进而 EKC 曲线被认为是随

着经济发展自然出现的一种环境经济现象。此外，虽然 EKC 假说是从经验分析中提出的，但很多文献都试图通过理论模型对 EKC 假说进

行解释。通过对现实经济现象做出不同的假定，这些模型大都能够得到污染随产出变化的倒 U 型曲线，但是，这些结果需要依赖假设前提

和个别参数的取值（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说明）。 



证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环境—经济”发展轨迹都能够遵循着“既定规律”，这种“同质性”假设前提

令人怀疑。 

2. 指标选取：EKC 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到关于“系统范围内”的污染排放量是否减少。在一个国

家范围内，一种污染物减少可能伴随着其他污染物的增加，或者向其他国家进行了污染转移。例如，

在发达经济体中，一些污染物不再发生变化（例如，CFC），而一些污染物还会持续上升（例如，CO2）。

在文献中并没有发现一组污染物指标随收入出现下降趋势。相比之下，能源使用量可以作为环境质

量的代表性指标（Stern et al，1996；Suri 和 Chapman，1998）。由于能源使用量又与 CO2 排放量高度

相关，因此我们认为“系统范围内”的另一个污染代理变量是 CO2排放量。但遗憾的是，不论能源

使用量还是碳排放量都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以美国为例（见图 2），人均

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出了“惊人的”相关性（碳排放下降的时期恰好发生在两次国际石油

危机期间）。从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数据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事实，即增长与环境之间似乎是一枚硬

币的两面，两者难以同时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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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人均 CO2 排放量与人均 GDP 的关系 

注：根据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绘制。横轴代表人均 GDP（2000 年不变价格），单位：美元；

纵轴代表 CO2 排放量，单位：公吨。 

 

3. 技术的“双向性”影响：仅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是否环境改善是由于技术限制所引

起的暂时现象（Dinda et al，2000）。具体来说，新技术能够提高生产率，但是对社会也造成了潜在

的危害，例如：新的有害废弃物。在新技术使用的初始阶段，新技术带来的污染外部性还没有被发

现，随后的环境规制才能针对这种特别的污染。一旦某项技术受到管制，那么根据这项技术就能观

测到一个“倒 U 型”曲线。进而，将出现技术的周期模式：一项新技术首先被广泛使用，然后逐渐

受到规制，最终被新技术所取代（Smulder 和 Bretschger，2000）。这就可能产生一组 EKC 曲线：这

些曲线可能是“倒 U 型”的或“N 型”的，又或者是“倒 L”型的（参见 Dinda，2004）。事实上，

虽然工业革命推动了技术进步，但也同样诱发了工业污染。如果一项新技术最终将导致新的污染源

出现，那么技术效应对 EKC 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4. EKC 转折点出现的时间：EKC 假说描绘的是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一种长期图景，是单

一经济体在不同阶段的一个长期发展轨迹。假说本身并没有明确地提到时间问题，即污染改善需要

多长的等待“时间”。如果等待时间过长，一旦环境污染越过了“生态阈值”，将产生无法弥补的后

果。 

5. 污染转移与 EKC 的形成：1998 年《生态经济学》杂志（Ecological Economics）第 25 期曾经

专门针对 EKC 假说编辑了一期文献讨论。其中很多经典文献都对 EKC 假说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启示。特别是一些学者开始对 EKC 假说暗含的“收入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例如，Unruh

和 Moomaw，1998），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是 EKC 上升部分形成的重要因素，

相反，发达国家对制成品的进口是 EKC 下降部分形成的重要因素（Suri 和 Chapman，1998）；考虑



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对 EKC 的经验分析应该从生产角度转向消费角度，同时，对于一些消费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CO2和城市垃圾）EKC 是无效的（Rothman，1998）；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阶段存

在差异，EKC 这种一般化模式能够确定存在的论断是不恰当的（De Bruyn et al，1998）。此外，Torras

和 Boyce（1998）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平程度对于 EKC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 Kaufmann et al

（1998）则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而不是收入水平，促使了 SO2 排放量下降。可以说从文献价

值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来看，这些研究唤起了人们对 EKC 的重新认识，并为此后 EKC 的相关研究

奠定了重要基础。人们开始意识到，将国际贸易与 EKC 的形成相联系（污染的国际转移）是 EKC

假说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具体来看，根据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穷国”将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和资

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进而成为污染品的净出口国；而“富国”将专门从事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型

产品的生产，进而成为污染品的净进口国。如果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对制成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并没

有随之下降，那么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事实仅仅反映了：对制成品的“超额”需求是通过从

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方式得到了补充（Cole，2004）。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也并没有随其生

产结构发生改变（Cole et al，2000；Stern et al，1996）。此时，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以及

国际贸易是相互联系的（Arrow et al，1995；Rothman，1998）。因此，EKC 曲线也只不过是记录了

污染工业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现今的“穷国”将会比“富国”

在改善环境方面更为困难（Stern，1998）。然而，国际分工很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收入”轨

迹陷入 EKC 曲线的上升阶段，进而，引起了“污染—增长”维度上的“南—北”环境不平等。 

如果这种污染的“空间转移”效应确实存在，那么收入增加必然会形成 EKC 曲线的论断就很难

令人信服。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轨迹（EKC）也只不过是由样本选取

偏差所产生的暂时统计现象；同时，关于环境与增长关系的讨论也将要重新回到罗马俱乐部提出的

“增长极限说”。而对此进行验证就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将“污染转移”纳入 EKC 的经验分析过

程中，具体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 

方法一：在 EKC 经验分析方程中直接引入“贸易开放度”变量（例如，Grossman 和 Krueger，

1991；Cole，2004）。显然，这种方法不可能得到良好的估计结果。由此产生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贸

易变量与收入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 

方法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品流向及其污染密度进行测量，并比较污染密度

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最终，根据这些结果归纳出其中的某种“规律”（例如，Low 和 Yeats，

1992；Lucas et al，1992；Kahn，2003）。但是，这类文献却并不能回答：污染的空间分布为什么随

时间发生了改变，以及这些变化与 EKC 曲线的关系； 

方法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普遍弱于发达国家，因此对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商品贸易流

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是针对“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进行的验证（例如，Tobey，1990；Valluru 和 Peterson，1997）。虽然这类方法有助于我们分

析：什么因素影响了污染品国际贸易流向，但是这类文献依然没能建立起与 EKC 之间的联系； 

方法四：避开贸易流向的问题，检验一个国家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消费污染（而非生产污染）与

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类似的文献有：Suri 和 Chapman（1998）；Rothman（1998）。这种分析方法的

优点在于：将 EKC 的分析从生产角度转向消费角度，从而更准确地描述了收入与“消费污染”的关

系，而不是收入与“生产污染”的关系； 

方法五：验证发达国家 EKC 转折点（或转折时期）出现时的进出口污染含量，进而将发达国家

的 EKC 形成与污染转移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可以直接验证 EKC 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但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的相关文献。 

三、贸易与环境：只是线性关系吗？ 

在环境经济学文献中，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Dean（1992）、Jaffe et al（1995）、

Jayadevappa 和 Chhatre（2000）等，分别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特别是 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1996）从技术方法上对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文献回顾。①
 

事实上，国际贸易在污染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开放条件下，与贸易自由化问题相联

系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构成了很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主题，即国际贸易对

环境的影响方向。但迄今为止，经验研究结果还存在着很多争议。研究结果可以被大致归为三类：

即“贸易有益论”、“贸易有害论”和“贸易中性论”。其中，持“贸易有益论”观点的学者认为，贸

易自由化并非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通过限制贸易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例

如，世界银行在贸易和环境的研究中（Birdsall 和 Wheeler，1992；Wheeler 和 Martin，1992）发现，

那些污染密集型产品增长速度较慢的国家，通常实行了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然而，坚持“贸易有

害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自由贸易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生产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和环境成本，

因此贸易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例如，Rock（1996）的研究发现，与内向型贸易政策相比，

开放的贸易政策将使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多的污染。然而，Antweiler et al（2001）的理论研究结果表

明：当其它决定因素保持不变时，贸易自由化与污染排放量之间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关系。贸易

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将取决于国家的类型，并且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我们称之为“贸易中

性论”。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污染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都在逐渐发生改变，

那么污染品生产和贸易的这种空间分布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这种变化趋

势？ 

    （一）污染密集型商品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从国际经济的现实来看，如果全世界对污染品的需求总量（污染总量）是给定的，那么，由于

国际分工，必然存在着“一类国家”为“另一类国家”生产污染品。最终，污染问题就会变成由“谁”

来进行“生产”的问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谁”才是主要的污染产品生产和出口国。 

Low和Yeats（1992）对1966—1968年和1986—1988年两个时期的国际贸易流向和显性比较优势

进行对比分析时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污染工业的出口占比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的

污染品出口占比在逐渐下降。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污染工业正在分散，并且在不断地

转向发展中国家。Lucas et al（1992）的研究也证明了相似的结论。Lucas et al（1992）对1960—1988

年80个国家制造业产出污染强度进行测量，并发现了两个重要的现象：首先，一个国家的高收入并

没能降低制造业的污染强度（制造业生产过程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洁）；产出污染强度逐渐下降仅仅是

由于：当越过一定收入水平时，制造业产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

产出污染强度快速增加；而且，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制造业的污染强度增长率就越

容易为“负”。这些结果暗示了：污染工业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已经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那么，哪

些因素影响了污染品的生产和国际贸易格局？ 

    （二）影响污染品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因素：“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 

    在过去的 40 年中，美国经历了环境规制不断提高、制造业进口比重上升和环境质量改善这三种

趋势。特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从长期的贸易平衡逐渐转向了一个漫长的贸易

赤字状况，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巧合’使很多人猜测：环境规制是否削弱了美国污染

品的比较优势”（Jaffe et al，1995），并最终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流向。这个问题激发了人

们对“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PHH）的研究兴趣。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南—北”之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将显著地影响污

染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了避免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发达国家（环境规制高）的污染工业将到发展

中国家（环境规制低）选址；或者，发达国家扩大污染产品进口以替代本国的污染产品生产。事实

上，“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将环境禀赋（环境规制）作为了解释污染品生产和贸易模式随时间改变的

关键因素。然而，另人遗憾的是，“污染避难所效应”很少得到经验验证。②即使一些文献根据污染

                                                        

① 在贸易与环境的理论文献中，常见的做法是将环境因素加入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例如，李嘉图模型、要素禀赋模型等），并在

具体分析过程中区分大国和小国的情形。参见 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1996）。 

② 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a）环境规制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很小（Jaffe et al，1995），并不足以影响国际贸易流向；b）资源、市场

的可进入性、市场规模、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质量、运输成本、以及政策的稳定性等因素也是影响国际贸易流向的重要因素；c）环境规制



避难所假说成功地预示了污染品的世界贸易模式，但是他们的结论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政策，这

是因为：环境规制是人均收入的内生变量（Antweiler et al，2001）。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限制污

染品出口”的经验事实，也只不过反映了：越富裕的国家污染品生产和出口的下降速度越快。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Tobey（1990）和 Grossman 和 Krueger（1991）等通过经验分析对污染避

难所效应就表示了强烈的怀疑。他们发现：初始的贸易流向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并非治污成本的

差异（环境禀赋）。具体来说，“要素禀赋假说”，或称为“资本—劳动力假说”（Capital-Labour 

Hypothesis，KLH）认为：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将在资本丰裕的国家（发达国家）投资，而劳动密集型

的企业倾向于在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然而，资本密集型的部门通常又是污染密

集型的部门，而劳动密集型的部门通常又是清洁部门。因此，KLH 假说暗含了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

（北方）将专门生产资本（污染）密集型的产品；而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南方）则刚好相反。

“资本—劳动力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从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污染避

难所假说”难以得到验证的原因。不过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因素很可能同时决定了污染品的国际

贸易流向。 

（三）Antweiler et al（2001）的理论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Antweiler et al（2001）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

表的理论研究成果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成标准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的组

成效应；并且，考虑到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在经验分析中的重要性，Antweiler et al（2001）

的理论框架中包含了一个典型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Heckscher-Ohlin-Samuelson，HOS）

以及一个简单的污染避难所模型，进而收入（代表了内生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可以共同决定国际

贸易模式。这一理论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由国际贸易引起的污染品生产模式的变化，可以通过世

界收入不平等所引起的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共同解释。从理论模型中，Antweiler et al

（2001）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当其它决定因素保持不变时，贸易自由化与污染排放量

之间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关系，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将取决于国家的类型，并且依赖于一个

国家的比较优势”。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Antweiler et al（2001）又特别针对 SO2浓度进行了检验，虽然最终检验

结果表明：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总体样本国家的 SO2 浓度，但正如 Antweiler et al（2001）对这一经

验分析结果的评价：“„对 SO2浓度的经验分析结果产生了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自由贸易有利

于环境改善”。不过，其理论模型发现：结构效应对环境将产生“双向影响”，事实上，这已经为人

们扩展了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认识。此后很多学者（例如：Cole 和 Elliott，2003；Cole，2006；

Shen，2008 等）在 Antweiler et al（2001）理论简化式（1）的基础上推进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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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中
∧
表示变化率；z 代表污染排放量；s 代表规模效应；k 代表“资本—劳动比”；I 代表实际

人均收入；p
w为资本密集型产品 X 的世界相对价格（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 Y）；β 代表贸易摩擦程度

（p 代表 X 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进而，p=βp
w）。其中，β>1 表示一国进口 X 产品，β<1 代表一国出

口 X 产品。注意到，β 趋向于 1 时，表示贸易摩擦减小，因此，当 β>1 时意味着 0ˆ  ，当 β<1 时意

味着 0ˆ  。T 代表国家类型（环境保护类型），πi>0。①经验结果发现：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

术效应相比，贸易对一个国家结构效应的影响很小，并且贸易对不同污染物产生的影响方向和大小

也存在差异（Cole 和 Elliott，2003）；但是贸易将扩大“平均样本国家”的能源使用量（Cole，2006）。

此外，Shen（2008）针对中国的研究表明，贸易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影响方向相反——对空气污染

（SO2 和烟尘）来说，贸易增加了污染排放量；然而，对于水污染（COD、砷和镉）而言，贸易自

由化减少了污染排放量。 

综上所述，虽然污染工业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已经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但影响污染品国际贸易

                                                                                                                                                                             

指标的选取和污染工业的划分方法也直接影响了验证结果的有效性（Ederington 和 Minier，2003；Cave 和 Blomquist，2008）。 

① 由于篇幅限制，在理论模型（1）的基础上，Antweiler et al（2001）扩展的经验分析方程不再列出。 



流向的因素却是多维的，环境因素（环境规制）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如 Jaffe et al（1995）提到

的那样：“从过去 30 年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情况中可以看出，污染密集型工业已经发生了转移；

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观测到的变化还很微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是由环境规制引起

的；观测到的这种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一致；随着一国的经

济发展，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 

我们看到，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的专业化分工为污染的空间转移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发达国

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先行优势”已经使他们“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实现了（向清洁部门）经济

结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却并没有随其生产模式发生改变。从国际贸易格局

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比重减少、污染品进口增加。如果仅从发达国家的角

度来看，环境改善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这种环境改善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了“国

际分工”提供的合理途径，我们却不得而知。这就需要按照“EKC 转折点——国际分工——污染转

移”的思路进一步展开研究。 

四、环境规制与就业：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损失？ 

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除了正向的生态效应之外，可持续发展的另外两个基础是经济的可行性

和社会问题（Getzner，2002）。在环境经济学中，关于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

为近十几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环境保护是阻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减少了就业，还是促进了

经济发展并创造了就业机会？有趣的是，与“环境和增长”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和就业”

问题得到的关注惊人之少（Mehmet，1995）。 

我们知道，环境规制将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工人将面临环境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

上，潜在的“棕色”就业损失已经成为环境政策讨论的主要议题。同时，环境保护也能促进“绿色”

产业发展并带来更多的“绿色”就业。因此，在理论上环境保护与就业净效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

“模棱两可”的预期。不过，由于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南—北”国际分工模式决定了“南—

北”就业模式。那么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环境保护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否同样存在差异？因

此，在环境与就业的文献综述中，我们依然以“南—北”国际分工为主线，首先概括环境规制产生

的企业就业效应；其次，根据“南—北”之间的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分析隐含其中的就业影

响及“南—北”就业净效应的差异。 

（一）环境规制产生的就业影响 

1. “棕色”就业损失和“棕色”就业创造：经济理论并没有对“增强环境标准必将导致就业减

少”给出一个明确的预期。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微观生产层面的就业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参见 Morgenstern et al，2002）：第一，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环境规制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成

本，企业为了达到相同的产出水平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成本

效应”或“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同时，如果环境成本推动了产出价格上涨，消费者对产品的需

求就会下降，进而企业将减少劳动力投入，被称作“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需求效应的形成依

赖于这样的逻辑：增加生产成本最终将影响需求弹性。第二，治污投入可能比传统的生产性投入更

偏向“劳动密集型”，例如，清洁操作可能涉及到更多的检查和维修活动，或减少对燃料和物质资料

的投入，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投入要素增加。显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出现完全相

反的情形：即清洁操作可能暗含了企业安装自动化处理设备，此时，资本将替代劳动力，就业岗位

减少，进而产生“要素替换效应”（factor-shift effect）。因此，即使在一个企业内部，环境规制对企

业产生的就业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此外，环境规制造成的“棕色”就业损失，也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在其它地区获得“就

业创造”。如果环境规制产生的成本足以影响企业的工厂选址决策，那么环境规制将促使企业从不能

达到环境标准的地区转向那些可以达到环境标准的地区（工厂选址效应），进而一个地区的“棕色”

就业损失可能伴随着另一个地区的“棕色”就业创造。事实上，工厂选址效应也是影响“南—北”

就业模式的重要原因。但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工业比重上升（“棕色”就业增加）并不



一定由环境规制差异引起，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开

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发展中国家开始扩大本国的污染工业生产，最终产生的结果都将是“棕

色”就业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 

2. “绿色”就业创造：事实上，环境保护在损失了“棕色”就业的同时也创造了“绿色”就业

机会——有时出现在相同的行业，有时甚至出现在相同的企业中。特别是，随着环境保护的迅速发

展，环保产业将变成一个主要的“就业创造”行业（Bezclek et al，2008）。因此，考虑到就业创造的

影响，由环境规制产生的就业“净平衡”结果为正（Bezclek et al，2008；Golombek 和 Raknerud，

1997；Goodstein，1994；Marx，2000）。正如 Goodstein（1994）所提到的那样：由环境部门及其相

关部门创造的就业要多于由环境规制引发的就业损失，最终在整个经济范围内获得少量的就业创造。

但是，环境政策产生的正向就业效应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基础上，例如，完全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环境规制使污染企业产生了就业损失，那么这些就业损失将自动地在另一个企业或本企业的另

一个部门中获得补充。然而，由于不同岗位的技能要求存在差异，就业创造将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二）经验分析结果 

只有少量的经验结果说明环境规制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的就业数量。Goodstein（1994）发现在 9

篇文献中有 7 篇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就业”，1 篇文献表明“环境规制减少了就业”，1 篇文献

结果表明“结果十分复杂”。进而，他得到的结论是：“可获得的研究表明，平均来看环境支出很可

能导致美国就业净增长，但这种效应并不明显”。在经验分析中，Berman 和 Bui（2001）构件了一个

环境规制与企业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经验方程： 

                          ijrtrtjtjrttiijrt wRL                        （2） 

                        ijrtrtjtjrttijrt wRL                       （3） 

其中， ijrtL 为劳动力需求， i 为特定企业的就业效应（i = 1,…,N）； t 为时间效应（t = 1,…,T）；

jt 是企业效应（j = 1,…,J）； rtw 为地区效应（r = 1,…,R）； jrtR 为环境规制； 为环境规制对就业

的影响； ijrt 为随机误差项。将式（2）差分后得到式（3）。这种分析方法需要依赖于长期的微观企

业数据。Berman 和 Bui（2001）的经验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现空气质量标准对就业造成显著负效应，

而且估计得到的符号为“正”。他们对这一估计结果的解释是：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企业多为资本密

集型企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Morgenstern et al（2002）

对四个重污染工业（造纸业、塑料制品业、石油萃取业和钢铁行业）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分析时发

现：增加环境支出对就业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每增加 100 万美元的环境投入，平均带来（四个

工业）1.5 个新增工作岗位。其中，环境规制对塑料制品业和石油萃取业产生的“棕色”就业效应甚

至为“正”，虽然规模非常有限，但形成少量就业净效应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流动。 

（三）环境政策与“南—北”就业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比重开始上升；相反，发展中

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逐渐得到发展。例如，在 1969—1999 年之间，美国制造业工人比重

从 28.8%下降到 13.9%，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 23.5%上升到 37.4%（Kahn，2003）。由于

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工人受到更严重的

威胁。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因此，环境规制能否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

来少量的就业净效应值得怀疑。 

我们发现，在可得的文献资料中，关于环境与就业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样本。事实上，

除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之外，发达国家企业的资本密度也相对较高。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资本密集

型企业受到的就业影响更小。因此，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分工模式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棕色”就

业比重更高，而发达国家“绿色”就业比重更高。在理论上，相同的环境规制水平将带来发展中国

家更多的就业损失。正如 Mehmet（1995）所说：“由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密集，发展

中国家在就业与环境之间将存在两难选择”。 



五、环境污染与人口迁移 

环境问题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多维度的影响。除了上述经济和就业影响之外，环境恶化还将对

人口迁移产生潜在的影响。然而，环境恶化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在国

外，相关研究也并不多见，至少在文献的可得性上要远远少于环境经济学文献。而这些社会效应虽

然难以观测和度量，但其影响结果却丝毫不亚于环境恶化带来的“可度量”的经济影响。以至于，

2006 年《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还专门对环境与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了引导性介

绍，呼吁更多学者对此给予关注。①
 

（一）环境迁移的类型 

到目前为止，“环境迁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化定义。这也成为了阻碍该领域发展的原

因之一。2007 年国际迁移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对“环境迁移”

（Environmental Migration）给出了一个暂时的定义：“人们受到各种原因引起的突发的或渐进的环

境变化，导致居住或居住条件受到不利影响，进而不得不离开或选择离开常住地，离开的时间可以

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久的，迁移目的地可以是国内也可以是国外”。根据环境问题的性质我们可以将

环境迁移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迁移问题涉及到突发的自然灾害，此时，人们只能选择离开原居住地，

或者被强制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类环境迁移问题难以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不过却容易

估算出这类环境迁移的总规模。②第二类迁移问题涉及到的是渐进的环境污染或环境变化，此时人们

有足够的时间对“是否迁移”做出决策，迁移决策也将取决于个人的偏好，而环境问题只是影响迁

移决策的一项因素。③正因如此，我们将难以从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分离出环境迁移的规模。不过，第

二类环境问题更容易被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在此，我们主要关注如何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将第

二类环境污染和人口迁移问题联系在一起。 

（二）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在标准的人口迁移模型中引入环境变量，进而分析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方向和环境迁移

发生时的“收入阈值”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分析基础。在这一类型的文献中，典型的环境污

染问题是“危险废弃物填埋场”（hazardous waste sites）。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污染问题非常适合在经

济学分析框架中做出解释，主要原因是：第一，清理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所需的成本极大；第二，危

险废弃物填埋场很难转移到其它地区；第三，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在“是否迁移”中做出选择。可以

说，劳动力相对于污染物更具有流动性。因此，一些文献以危险废弃物填埋场的数量作为环境迁移

研究的基础。其中，Gawande et al（2000）给出了一个环境迁移的一般方程： 

           iiiiii ZSITESINCPCSITESNETOMIGR   )_()( 210        （4） 

其中，NETOMIGR 是第 i 个地区人口的净迁移率，即[(迁出人口—迁入人口)/地区总人口]×100；

SITES 是第 i 个地区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数量；PC_INCi×SITESi是第 i 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危险废

                                                        

① 文中提到“生态经济学家对贸易与环境的研究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虽然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于迁移问题，但环境与迁移问题的研究却很

少得到学者的关注”。 

② 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强风和干旱引起的沙尘暴使美国大平原地区的农业产出降低、生活质量下降，由此导致了 250 万人口迁出该

地区（Reuveny，2007）。此外，自上世纪 50 年代，孟加拉的土地退化程度不断加剧，以土地为生的贫困人口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暴

风、洪水和干旱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一因素导致了 1200-1700 万人迁移到印度，50 万人迁移到内陆（Swain，1996）。因此，由环境恶化导

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正在发生。甚至有研究表明：到 2050 年，全世界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将达到 5 千万至 7 亿（Warner，2010）。事

实上，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气候难民”。例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难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市及印度等邻国迁移。

无疑，这种由不可抗力的环境因素产生的迁移现象，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③ 例如，Reuveny（2007）将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性大致分成三种：①接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不做任何反映仍然留在原居住地；②留在

原居住地并通过各种方法减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③离开原居住地。当地居民如何做出选择将要取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程度以

及居民的迁移能力。如果迁移产生的净收益（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大于留在原居住地，那么人们通常会选择迁移。同时，面对无数可能的

迁移目的地时——国内或国外，他们将选择收益最大化的地点作为迁移目的地。然而，在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居民主要通过技术

发明或制度设计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由于缺乏经验并缺少足够的财富，欠发达国家受灾居民在面对相同的损失时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

进而更倾向于留在当地。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居民在面对环境灾害时表现得更为脆弱。 



弃物填埋场数量的交互项；Z 是社会经济变量；β0，β1，β2，∧是待估参数；εi 为随机误差项。解释

变量（Z）包括四项，分别是：（i）环境舒适度；（ii）就业相关因素；（iii）人口因素；（iv）其它地

区因素。①根据式（4）， INCPCSITESNETOMIGR _/ 21   ，因此， SITESNETOMIGR  /

是人均收入的函数。当 PC_INC＞(-β1/β2)时， SITESNETOMIGR  / 为正，即当人均收入超过某一

个门槛值时，受到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数量的影响，人们开始选择迁出该地区；在此之前，危险废弃

物填埋场数量并没有显著地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 

Gawande et al（2000）根据上述方法估计了 1985—1990 年美国人口净迁移与危险废弃物填埋场

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当人均收入超过 16460 美元时，为了远离危险废弃物填埋场，人们选择迁出该

地区。这一估计结果恰好与危险废弃物 EKC 曲线的转折点人均收入水平相似，并且两者在统计上没

有显著差异。因此，Gawande et al（2000）也证明了 Rothman（1998）提出的假说：“现实中环境质

量的改善很可能是由富裕地区的消费者远离了这一环境恶化地区引起的”。 

（三）人口迁移与 EKC 曲线 

事实上，EKC 假说也与人口迁移之间存在了内在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远离”（distancing）假

说被认为是形成 EKC 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远离”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污染源转移

（Rothman，1998），例如，之前提到的“工厂选址”问题；另一种情况是污染源没有发生移动而是

居民从污染中心移出（Gawande et al，2000），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迁移”。如果说污染源发生“转

移”可以对工业污染物的 EKC 形成做出解释，那么内部的人口迁移，将对危险物的 EKC 形成做出

解释（Gawande et al，2000，2001；Wang et al，1998；Dinda，2004）。 

Gawande et al（2001）首次从人口流动性角度解释 EKC 曲线的形成。Gawande et al（2001）的

理论模型基础是：劳动力流动和代理人迁移地点的选择。其中，环境不适感（危险物）出现在代理

人效用函数中。因此，为了留在危险地区，代理人将得到经济补偿。这就暗含了：为了使工人留在

更多危险物的地区，他们得到的经济补偿必须等于留在此处的边际不适感。在代理人差异中，技能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是否选择危险地区的问题上，高技能的工人要求的补偿更多。进一步来说，

环境质量属于正常品，随着收入提高，每增加一个危险地点，其边际补偿也将增加。然而，在生产

侧存在一个转折点，当超越这个转折点时，企业继续支付补偿是“不经济”的。结果是，高技能工

人要求的补偿要大于企业能够承受的补偿，因此，他们将选择没有危险物填埋场的地区，或危险物

填埋场较少的地区工作。根据技能将产生了代理人的空间排序。与高技能工人相比，低技能或中等

技能的工人将选择更多危险物填埋场的地区工作。在危险物数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空间截面回归中，

根据理论模型，我们将观测到危险物填埋场的 EKC 曲线。 

（四）环境迁移的研究方向 

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Gawande et al（2000）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迁移的初始经

验证据。我们看到，Gawande et al（2000）仅针对了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数量进行了环境迁移的定量

分析。对很多其它污染物来说，人口迁移也很可能是其 EKC 形成的重要机制。例如，气候因素和环

境舒适度都将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相信，随着微观调查数据的不断完善，环境迁移问题

将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根据相似的个体迁移决策模型，我们可以对此进一步做出验证。例如，

近期少量的研究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环境恶化产生的人口迁移进行了定量分析。Gray（2009）

对厄瓜多尔南安第斯山脉 36 个农业社区的 397 个农户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土地所有权和环境因素分

别对当地居民向国内和国际迁移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恶劣的环境条件并没有增加当地居民的迁

移规模。不过，这也恰好证明了环境迁移的“收入阈值效应”。环境迁移的“收入阈值”暗含了：面

对相同的环境污染，不同收入群体从污染地区迁出的能力存在差异，环境迁移很可能成为环境不平

等的主要来源。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国际分工模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而且，发达

                                                        

① “环境舒适度”可以包括：气候因素、距离修养地的远近、空气质量和其它代表生活质量的变量；就业相关的因素由制造业就业、农业

就业和失业率来测量；人口因素包括：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该地区人口中白人的比例、该地区人口中非白人的比例。高中以上学历

的人口比例变量测量的是一个地区的潜在竞争力，因此，迁移人口将被吸引到高竞争力的地区。种族变量要观测的是“一个地区相似的人

口特征是迁移人口被吸引的原因”；其它地区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和犯罪率，这两个因素都将引起人口的外流。 



国家也常常违背《巴塞尔公约》向发展中国家非法出口本国的危险废弃物，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

收入水平远低于环境迁移的“收入阈值”，因此，在环境迁移维度上也暗含着“南—北”环境不平等

问题。 

六、结论和思考 

在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要素流动使环境问题也被赋予了

全球化的内容。本文从开放宏观的视角出发，以国际分工为主线，对一些重要的环境问题（环境与

增长、贸易、就业和迁移）进行了文献回顾。我们看到，“环境改善”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转

移”了污染、“远离”了污染，而非“解决”了污染。正因如此，“南—北”之间隐藏了多纬度的“环

境不平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问题最终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一个国家可以暂时

的远离污染损害，但是最终还是不能脱离世界环境恶化对本国的影响。因此，“合作”而非“对抗”

才能真正回归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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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giving a global con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This paper uses an open macroeconomics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environmental factors with 

economic growth, trade,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shows a clear North-South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irstly, issues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at are ―The Limit to Growth‖ theory proposed by Roman Club,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and the debate of EKC.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seems the two sides of a coin, 

which cannot be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ome the ―pollution haven‖, be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econdly, enterprises may lose some ―brown employment‖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also create "green employmen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rgument about wheth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benefi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lly,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has become 

significant in some countries due to rapi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resulted from climate 

change may reach 50 million to 700 million till 2050.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migration ability are very 

different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such literatures are so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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